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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深刻反映了日益严重

的全球公共产品赤字问题。 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既表现在器物、制度和理念层面，也表

现在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协调。 从器物基础、制度建设和理念逻辑来看，全球公共产品

赤字主要源于霸权国实力下降与大国供给竞争、国际制度非中性与非强制性以及民主

衰退与零和思维。 同时，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相互支撑与掣肘也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

给带来重要影响。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者

和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者。 近年来，中国着力共建“一带一路”、倡建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应对全球公

共产品赤字贡献了全方位的中国方案。 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现象及中国应对实践表明，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不同类型全球公共产品之间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崛

起国不仅能够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甚至还能够成为发挥引领作用的供给者。

但是，崛起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应注意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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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出现大范围中断，生产要素

的跨境流动严重受限，国际发展与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并首先表现在经济

领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全球经济萎缩 ３．３％，较上年下降

６．０个百分点，创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低增长水平。① 联合国报告显示，２０２０

年全球极端贫困率的下降态势出现了 １９９８ 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全球共有 １．１９—１．２４

亿人重新回到极端贫困状态。② 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ＵＮＣＴＡＤ）估计，２０２０ 年国际贸易额较上年萎缩约 ９％；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萎

缩 ４２％，总规模降至 １ 万亿美元以下，低于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最低值超过

３０％。③ 这表明加强全球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 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的严峻考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倡议也在疫情中展现出很强的韧劲。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中国货

物进出口总额为 ３２．１６ 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货

物进出口总额为 ９．３７ 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１％。④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中国企业对 ５８ 个“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１７７．９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１８．３％。⑤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是经得起考验的新型合作平台。

这些事实引发了两方面的思考：一是疫情提升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客观需

求，但是各国在抗击疫情和促进经济复苏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为何未因此迎来重大发

展机遇；二是在全球贸易与投资大幅萎缩之时，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与投资为

何会出现差距如此大的逆势增长。 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一带

一路”倡议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进行深入理解和分析。 作为全球治理的对象，疫情本

身是一个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问题。 从中国的抗疫实践来看，人类社会完全有能力在

较短时间内控制和战胜疫情。 但是，疫情不仅引发了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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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新冠肺

炎疫情是一柄“放大镜”。 它不仅放大了积累已久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弊端，也放

大了全球公共产品严重赤字的负面效应。 作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全球治理的中

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

品。① 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功实践足以说明中国在全球性危机面前拥有独特的应对

之道。 这说明，无论是讨论疫情的影响，还是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就，全球公共

产品视角都是不可忽视的。
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认识，目前学界还存在较大分歧。 一般来说，公共产品具有

在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 以此来看，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

会，各国总体上处于自助状态，很难说存在纯粹的公共产品。 但是，从实践来看，在不

同的功能领域，很多机制、安排和行动倡议尤其是新的价值理念已经具有包容开放

（非排他）、互利共赢（非零和）的公共产品属性。 基于这一认识和疫情下国际发展与

合作现状，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上升时，全球公

共产品的供给为何未因此得到相应增加？ 为此，本文试图探索当前全球面临的现实问

题背后的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成因，并考察全球公共产品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共存性和在

逻辑上的融通性。 在此基础上，以“一带一路”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中国应对全球公共

产品赤字的努力，并进一步讨论中国未来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问题。

二　 关于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研究综述

自公共产品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以来，这一概念已成为理解国际经济与政治发展

的重要分析工具。② 既有文献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供给方式和消费特征等进行了

广泛讨论。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及其赤字成因也发

生了相应变化，既有文献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力有待观察。 供给赤字是长期困扰全球公

共产品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难题，主要表现有供给不足、供给失调、未充分利用和过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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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情况。① 当前关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及其赤字成因的讨论存在两条路径：一

条是从供给主体维度审视不同类型国家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动机和能力，另一条则是

从功能属性维度分析不同类型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的具体成因。

（一）供给主体视角下的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其成因

公共产品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其无法通过市场来有效供给，因而在缺乏世界政府的

现实背景下，现有理论对全球公共产品由哪一个或哪些国家来供给进行了讨论。② 当

前，关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讨论主要有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类观点。 现实主

义学派认为，全球公共产品是由占领导地位的大国（霸权国）单独提供的。 查尔斯·

金德尔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和斯蒂芬·克拉斯纳（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 Ｋｒａｓｎｅｒ）均指

出，全球经济秩序稳定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维护需要成本，而领导国有能力也有意愿

承担这些成本。③ 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国承担了本该属于世界政府的部分职能。 罗伯

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为“霸权稳定论”。④ 在现实主义

者看来，霸权国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些产品高昂的额外成本，一方面是基于理性的成本

收益分析，即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可在长期获得远超成本的收益；另一方面是基于对自

身国际地位、声望或话语权的追求。

制度主义学派并不否认霸权国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其

看来，即便霸权出现衰弱，已有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依旧能够通过制度性合作的方式

得以维持。 例如，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认为在相互依赖且存在共同

利益的情况下，制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信息不对称来推动国家之间的合作。⑤

克拉斯纳也指出，在国际合作中，国际行为体在特定议题上，可能根据一套既有的原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ｅｄｒｏ Ｃｏｎｃｅｉçãｏ，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Ｉｎｇｅ Ｋａｕｌ，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５２－１７９．

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行为体。 尽管公共产品可以通过其他行为体，如国际机

构、非政府组织甚至跨国公司来供给，但是国家依然在供给中扮演根本性的角色。 参见 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Ｂｒｕｃｅ Ｍ．
Ｒｕｓｓｅｔ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Ｄ．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５， Ｎｏ．４， １９７１， ｐ．８４７。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９２９－１９３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 Ｋｒａｓｎ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３， １９７６， ｐｐ．３１７－３４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ｐ．７２－８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ｐ．７－９．



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来达成一致。① 然而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观点之间并非泾

渭分明。 作为霸权稳定论的代表，克拉斯纳对制度功效的肯定性描述说明了霸权和国

际机制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上并非相互排斥，并且后者可被视作前者的延伸。

从这两类观点可以看出，在全球公共产品的霸权供给模式和国际机制供给模式

中，霸权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均扮演了重要作用，只不过后者并未将霸权国当作公共

产品供给的充分条件。 然而，即便霸权国进入衰弱期，其在公共产品供给中所扮演的

角色———不论是从出资份额还是从国际机制的内部协调能力上看———都是其他国家

所无法替代的。 可以说，霸权国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进程中始终扮演主导角色，霸

权国实力下降必然对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产生影响。

在霸权主导的供给模式之外，其他供给主体是否能发挥重要影响？ 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于 ２０１７ 年提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将崛起国带入全球公共产品供

给的讨论。 他从现实主义假设出发，指出一旦霸权国无意或无力承担供给全球公共产

品的成本，而崛起国缺乏供给意愿和能力，世界就可能面临灾难性后果。② 暂且不论

“金德尔伯格陷阱”中的概念含混及类比方法的局限，③奈更多是在呼吁崛起国在供给

全球公共产品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以弥补霸权衰退留出的空白，防止全球公共产

品赤字进一步扩大。 但在实践中，可能触发“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

崛起国的供给意愿和能力，而是霸权国对合作的拒斥。 由于当前大部分全球公共产品

的供给由霸权国主导，全球公共产品实质上被霸权国视作“私有物”，④因而在实力绝

对优势下降时，霸权国并不愿与崛起国分享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权力（或产权），进而

导致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竞争，造成效率损失。⑤

同时，多方共同供给全球公共产品无法绕开集体行动困境。 曼瑟尔·奥尔森

（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等通过分析北约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后指出，全球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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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很难通过国家间合作达到最优水平。① 英奇·考尔（ Ｉｎｇｅ Ｋａｕｌ）认为供给赤字的

根源不仅在于全球市场失灵，更在于国际政治场域失灵，如国际谈判公平效率矛盾和

国际机制改革僵局等。② 尽管庞珣从博弈论的视角论证了霸权国应与崛起国共同供

给全球公共产品，避免出现集体行动困境，但仍然无法解决大国战略博弈中的利益冲

突和非理性对抗对合作的负面影响。③

（二）议题领域视角下的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其成因

从议题领域出发，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往往对应不同的供给模式。 杰

克·赫舒拉发（ Ｊａｋｅ 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托德·桑德勒（Ｔｏｄｄ Ｓａｎｄｌｅｒ）和斯科特·巴雷特

（Ｓｃｏｔｔ Ｂａｒｒｅｔｔ）等将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分为加总（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最优环节（ｂｅｓｔ⁃ｓｈｏｔ）和

最弱环节（ｗｅａｋｅｓｔ⁃ｌｉｎｋ）三种主要的技术模式，并对不同类型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进行

了分析。④ 例如，国际组织的会费分摊和碳排放空间治理是典型的加总供给模式；药

品和食品的国际质量标准往往由科研和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些国家制定，是一种最优环

节供给模式；传染病的防控则是最弱环节的典型案例。 在他们看来，尽管政府主导的

加总模式（如税收）十分普遍，但在不借助强制力量的情境下，也可通过“社会加总技

术”等非强制性手段将个体产出汇聚成公共产品。 在特定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最优

环节和最弱环节模式的效率往往比加总模式来得更高。

桑德勒指出，尽管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很难达到最佳水平，但卫星通信、跨国公园和

高科技实验室等俱乐部产品的供给效率往往较高，供给量较为充足；而气候变化、金融

稳定、根治癌症手段等共有资源治理和纯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较低，通常处于供给不

足的情况。⑤ 这恰恰说明是全球性公共产品而非地区性或俱乐部式公共产品的供给

无法摆脱赤字的宿命。

现有应对具体全球公共产品赤字问题主要采取“刺激—回应”的方案。 既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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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人类公共卫生发展史后指出，公共卫生问题往往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无法承受的

负担，并可能造成全球性风险。 针对小儿麻痹症、艾滋病和细菌抗药性问题等公共卫

生问题的医疗知识、防控疫苗和治疗药品等全球公共产品往往存在供给不足。 这一方

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能力和资源获得这些产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部分发

达国家的排他性政策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 在既有研究看来，解决这些赤字问题的

关键在于扩展健康知识的公开性、提升民众对药物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以及提升发展

中国家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整体能力。① 尽管既有研究意识到了加大研发投入以及

设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快速响应工作组的重要作用，但受限于资金和人员短缺

等问题，既有针对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应对现有的全球卫生公

共产品赤字。

（三）既有解释的不足

从供给主体看，围绕霸权供给模式的既有讨论尽管已经注意到崛起国在应对全球

公共产品赤字上可能发挥的作用，但由于存在供给竞争和集体行动难题，现有讨论未

能摆脱现实主义“大国崛起—称霸—衰退”的逻辑，因而无法深入解释崛起国应对全

球公共产品赤字的行为动机和理论逻辑。 同时，在霸权供给模式中，全球公共产品多

被视作不同类型产品的集合和一个整体概念进行讨论。 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

而言，其所受到霸权衰退的影响却是不同的，相关文献在解释供给赤字上往往流于

表面。

从议题领域看，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影响范围在全球化早期较为有限，因而应对

赤字的举措多局限于具体问题领域范围之内。 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各类全

球性问题联系紧密且相互影响，因而需要更加整体性和联动性的治理方案。 按照这

一逻辑，公共产品供给同样需要进行范式转变，从聚焦单一领域供给转向多领域联

动供给。 既有文献未能重视全球治理的时代特征，缺乏从联动视角去理解赤字成因

的探索。

综上，现有讨论不仅无法为崛起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和有效避免“金德尔伯

格陷阱”提供理论指引，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大国战略博弈，造成供给竞争局面，导致供

给赤字进一步扩大。 同时，现有讨论在解释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时，要么从供给主体视

角分析赤字成因而忽略对不同类型赤字的探讨，要么聚焦于功能性产品的供给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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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把握供给赤字产生的时代背景，整体上缺乏一个能够兼容宏观与微观因素的系统

分析框架。

三　 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分析思路与理论解释

对不同供给主体和不同议题领域来说，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存在不同表现。 这反映

出全球公共产品构成要素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分析思路和理论

解释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本部分尝试从器物、制度和理念等维度对全球公共产品

的具体类型及赤字成因进行解释。

（一）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分析思路

究其根本，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是一个整体性问题：第一，供给质量和数量不足是全

球公共产品赤字的表征。 第二，造成供给不足的直接原因在于现有的供给机制落后于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发展需求。 第三，供给赤字的深层原因在于主导供给全球公

共产品的国家偏向于将全球公共产品视作护持其霸权的私有工具。 虽然还有其他解

释视角，但器物、制度和理念三个层面已覆盖一般形式的全球公共产品，可被用来对全

球公共产品赤字进行结构性和系统性分析。①

基于此，本文从器物型、制度型和理念型三种类型全球公共产品的内在逻辑关联

及具体赤字成因出发，深入分析这三类产品存在供给赤字的具体表现，并从中国参与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来探索三者之间的共存性和融通性。 在这三个类别中，器物

型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指为实现以有形指标衡量的具体目标而生产的全球公共产品，如

集体安全、减贫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制度型全球公共产品主要包括以国际组织、机制和

规则形式存在的公共产品，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国际协定和国际法等；理念型全球

公共产品不仅包括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的有利于促进人类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观，还包括为人类共同利益而被不断推进的知识分享（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三类产品之间相互排斥。 相反，这三类全球公共产

品存在空间上的共存性和逻辑上的融通性，它们之间的彼此支撑或相互掣肘共同决定

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的表现及其成因。 首先，供给制度直接决定了器物型全球公

共产品质量的高低，而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不足可以推动制度型全球公共产品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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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马涛等从产业链视角分析了“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论证了“一带一路”所提供的器物型、制
度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在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上的作用。 参见马涛、陈曦：《“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

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１—１５４ 页。



革。 其次，供给理念决定了供给机制的有效性与公正性，而供给机制的设计则是理念

在现实中的反映。 最后，器物层面的供给赤字往往引发对供给理念的反思和调整，而
理念往往塑造消费者对全球公共产品质量和数量水平的预期。 可以说，这三类全球公

共产品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框架。
对全球公共产品进行这三类划分并不意味着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只可能具有其中

一种属性。 相反，某种全球公共产品可能兼具其中两种甚至三种属性。 例如，世界银

行作为国际组织，从直观属性上看是一个制度型全球公共产品；但其具备帮助发展中

国家消除贫困等发展援助职能，是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方；同时，世界银行

还通过技术援助和知识分享等方式向国际社会供给理念型全球公共产品。 将世界银

行视作制度型全球公共产品意在强调其国际制度属性，而非忽视其在供给器物型和理

念型全球公共产品上的重要作用。 因此，尽管后文关于某种全球公共产品的讨论可能

仅集中于它的一个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了这一产品的其他属性，而是试图通过

抓主要矛盾在分析赤字成因上更加聚焦。
（二）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理论解释

基于全球公共产品三种类型的划分以及三者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出，在全球治理时

代，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既是各议题领域自身存在问题的现实反映，又与各类全球性问

题之间的相互影响高度相关。
１．器物维度：霸权衰退与大国供给竞争

从历史上看，霸权国实力下降是导致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的重要原因。
如前文所述，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往往与霸权国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呈

正相关关系。 国家实力的绝对优势使得霸权国可以通过创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制

度的方式持续地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如世界和平、金融稳定、自由贸易制度以及对落后

国家施以援手等，以此换取其他国家的认可，获得国际话语权和合法性。 在这个过程

中，霸权国承担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起到国际体系“稳定器”的作用，对其他国

家的“搭便车”行为持欢迎或是默许的态度。① 而一旦霸权国进入衰退期，经济实力不

再具备绝对优势，其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进而影响其供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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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部分研究指出“搭便车”是造成全球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搭便车并非公共产品供给赤字

的充分条件。 小集团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在多数情况下是低于最优供给水平的，且小国穷国自然而然地选择尽可

能少的承担供给责任，而大国则往往承担了不成比例的高昂成本，造成“小国对大国的剥削”。 参见 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ｐｐ．２６６－２７９。 然而相较于崛起大国而言，对于小国

的搭便车行为，大国却是可以容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国基于理性的计算想要获得小国对其领导权的认可，另
一方面也是在试图展现一种并不纠结于经济利益的“仁慈霸权”的道德形象。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Ｈｉ⁃
ｅｒａｒｃｈ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４， １９８６， ｐｐ．８４５－８４６。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如奥尔森所言，一旦霸权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其供给公共产品的动机也会

随之减弱。① 随着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

义思想明显抬头，美国提供对外援助的意愿也逐步下降。
同时，霸权国与新兴国家的供给竞争也会造成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 大

国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进程中往往选择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尽可能吸引其他国家，
以巩固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领导权。② 按照这一逻辑，霸权国往往与全球公共

产品的其他供给方存在竞争关系，并可能利用自身优势打压对手。 在国际权力格局发

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守成国与崛起国在实力上不断接近时，或者是双方供给的公共产品

存在较高的同质性时，供应竞争问题就尤为凸显。③ 为防范崛起国搭便车造成自身绝

对优势下降，霸权国可能刻意调整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和覆盖范围，排除崛起国搭便车

对自身战略资源的过度消耗。 即便双方在特定议题领域合作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空

间和收益广阔，大国权力竞争也会造成合作的协调成本上升。 此外，大国竞争加剧对

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转造成负面影响。 若霸权国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刻意

制造两套平行体系，则可能进一步动摇多边机制的合作基础，加剧全球公共产品的供

给赤字。
２．制度维度：国际制度非中性与非强制性

制度是非中性的。④ 因此，以制度、组织和服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公共产品

同样具有非中性特征。 公共产品非中性是指相同单位的同一种公共产品对不同人 ／主
体往往意味着不同的收益，有的主体甚至可能在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进程中利益受

损。 如富国从金融稳定中获得的绝对收益往往比穷国更高，而岛国从气候治理的获益

比部分内陆国家更高。 由于权力与收益的不均衡分配，既得利益者无疑会竭力去维护

或争取这种非中性的公共产品。 既得利益方为保护自身的非中性收益，也会阻碍制度

改革或创新。⑤ 全球公共产品非中性造成一部分国家 ／ 群体从公共产品的获益远远

高于另一部分国家 ／ 群体，并使这种不平等代际延续。 一旦霸权国实力下降，其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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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ｉｍｅ Ｄｅ Ｍｅｌｏ ａｎｄ Ａｒｖｉｎｄ Ｐａｎａｇａｒｉｙａ， ｅｄｓ．， Ｎｅｗ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１２５．

曹德军：《论全球公共产品的中国供给模式》，载《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７—８ 页；杨原：《大
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第 ６—３２ 页。

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载《当代

亚太》，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５８—６０ 页。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第 ９７—９９ 页；Ｐａｕｌ Ｐｉｅｒｓｏｎ， “Ｗｈ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Ｃａ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５， Ｎｏ．４， １９９３， ｐｐ．５９５－６２８。
徐秀军：《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１８—１１９ 页。



会减少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还会通过改革制度或创建新制度的方式维护自

身霸权的相对优势。① 若新制度与旧制度在目标和手段上相容，则有益于全球公共

产品的供给，反之则可能进一步加重供给赤字，使新制度仅为霸权国自身或少数国

家服务。

按照这一逻辑，霸权国将公共产品“私有化”是导致公共产品非中性的重要成因。

霸权国既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又是消费方。 其在提供稳定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时，往往将自身偏好和价值观嵌入相应的制度设计，以供给公共产品为名，行获取自身

战略利益之实，变相地剥削他国或向他国转移成本。② 换句话说，当前主要的国际机

制，特别是 ＩＭＦ、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等，反映的主要是创始国美国的利

益。 而且，美国通过自身霸权建构起来的这一套体系不仅能使其持续地获得超额度的

非中性收益，还能够通过制度设计来阻止体系内的其他挑战者威胁其霸权地位，使这

种非中性收益得以长期持续。③

同时，基于“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合作模式提升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国际机制的

效率和效果。 在国家层面，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方。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强制

性手段获取供给公共产品所必要的资源。 但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状态下，缺乏一个公

共权威来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④因而主要通过霸权或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

的合作来供给全球公共产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 Ｎｏｒ⁃

ｄｈａｕｓ）指出，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主权国家承担国际法 ／条约义务的动机基于自

愿，而一致同意原则导致国际法体系很难拥有实际的约束力。⑤ 涉及关键性全球公共

产品的供给时，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往往会导致效率下降或缺失。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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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霸权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意愿和能力下降时，霸权国往往通过签订双边协议网络来替代原有的对国

际组织的委托代理。 在这个模式下，霸权国对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进行灵活调整，使其更加符合自身利益。 参见

刘玮、邱晨曦：《霸权利益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换———美联储货币互换协定兴起的政治逻辑》，载《国际

政治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７８—９６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２， １９８１， ｐｐ．２４２－２５４．
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载《当代

亚太》，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５８ 页；卢凌宇、鲍家政：《从制造者到索取者：霸权衰落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第 ８１ 页。

在霸权稳定论的视角下，霸权可以替代世界政府的部分基本功能来供给基本公共产品，但这种供给并非

完全出于“善意”，而是由于霸权国自身从中获益远超过为此付出的成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 Ｐａｕ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 ｙａｌｅ． ｅｄｕ ／ ～ ｎｏｒ⁃

ｄｈａｕｓ ／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 ＰＡＳａｎｄＧＰＧ．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Ｎｉｃｏ Ｋｒｉｓｃ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０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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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理念维度：民主衰退与零和思维

理念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根源一方面在于欧美国家民主制度衰退，民粹主义影

响力上升，催生了逆全球化思潮，限制了国家外交政策的空间；另一方面在于部分国家

奉行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以零和博弈思维理解当前国际力量格局变化，催生了对抗

性的外交政策。

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在近年来的实践中偏离了其初

衷，民主理念受到质疑。 自由民主制度意在通过公开选举来广纳多元诉求，缓和社

会矛盾，并将政治权力限制在宪法框架内。 在良序的民主制下，观点温和的中间选

民成为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群体，各党派的竞选纲领因此呈现趋中趋势。 而一旦

陷入失序，民主制度则可能加剧社会和政治极化。 以美国为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也在不断显现：一方面，在从制造业转向金融业的进程

中，美国社会收入结构已从橄榄型变为金字塔型，中间选民群体流散；另一方面，随

着美国民主政治与政治献金挂钩，公共政策越来越多地关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和

大企业的诉求，而非普通民众和公益组织的主要关切。 简言之，在“一人一票”演变

为“一美元一票”的过程中，政治精英与金字塔尖的经济精英结盟，放弃了对普罗大

众和公共利益的关怀。 民主衰退带来的不平等加剧、阶层固化和族群矛盾上升等

一系列问题导致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的复兴，是大众对民主政

治精英化的反抗。

相较于民主制度民粹化催生的逆全球化思潮，部分国家特别是守成大国鼓吹的零

和博弈进一步损害了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制造了国际合作理念冲突。 一方面，零和

思维反映出霸权国“被取代”的焦虑。 如有学者认为，“到 ２０１０ 年，很多人担心中国会

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超级大国，这种过度反应令人想起早些时候日本的

例子”。① 另一方面，零和思维否认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相容性，有意将崛起国塑造成

现行体制中的“异类”和对手。 这与西方国家长期在世界推广自身“普遍性”发展模式

的逻辑存在紧密联系，其底层逻辑就是强调自由国际秩序的主导性，否认人类文明的

多样性，坚信文明之间必然要爆发冲突，背离了全球主义价值。

４．互动维度：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相互支撑与掣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全球性问题表现出较为明

显的溢出效应、回溢效应和联动效应。 作为各类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器物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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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型和理念型三种类型全球公共产品同样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存在彼此支撑和相互

掣肘的互动关系。 因此，在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时，需要将各类型赤字成因的互

动关系纳入综合考量，否则不仅应对赤字的效果将大打折扣，赤字还存在进一步扩

大的风险。

三种类型全球公共产品的相互支撑有助于化解赤字。 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质量

的提升为制度和理念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而制度与理念的发展有助于提升

器物型产品的供给水平。 国际制度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为国家间互惠合作提供更多

机遇，并推动国际规范变迁。 由于制度存在“惯性”，因而制度型全球公共产品对国际

力量格局变化的敏感度较低，可在霸权供给能力下降时，对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供给

进行补充。 国际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构建和演化不仅有助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对

制度变迁起到支撑作用，还可通过推进合作来拓展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

一旦三种类型全球公共产品进入一个相互支撑的正循环，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将得

到提升。

然而，若三种类型全球公共产品进入相互掣肘的负循环，则可能导致供给赤

字进一步恶化。 尽管造成三种类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原因各有侧重，但各类成

因之间并不互斥，而是存在较强相关性，并共同导致了全球公共产品赤字。 例如，

在供给全球公共安全产品时，部分国家崇尚零和思维，导致供给趋于竞争而非合

作，在造成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扩大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理念分歧。 在国

际机制出现效用赤字时，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将受到直接影响，而器

物和理念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将进一步阻滞国际组织和制度变迁。 民粹主义政

策的“内顾化”倾向致使国家减少对全球公共产品投入，直接影响器物和制度产

品的供给水平。 从互动的视角看，陷入衰退周期的霸权国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

时，不仅主动减少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还背离全球主义价值观初衷，迫使国

际制度改革服务于其利益。 这三个手段相互作用，构成了对霸权在衰退期的行为

的逻辑解释。

三种类型全球公共产品之间的彼此支撑和相互掣肘说明，随着全球化深入发

展，当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需要进行范式转化与升级，从此前聚焦于单一领域

的传统供给模式向多维支撑的互动模式发展。 换句话说，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以应

对全球性问题时，不仅需要深入分析特定类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成因，还有必要

从多维度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关于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协同性和综合性的一揽子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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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现实表现

从前文对全球公共产品各类型的讨论看，在当前的全球治理实践中，全球公共产

品赤字主要表现为公共基础设施和发展资源等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存在短缺，国际组

织和机制等制度型全球公共产品面临供给效率和效果下降的改革困境，合作理念在主

要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分歧，且这三类问题相互掣肘，进一步扩大了全球公共产品赤字。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就直观地展现了这三种类型赤字及其相互影响，并对应对赤

字的方案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从器物基础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

器物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如道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又包括创建器物所涉及的

各类条件，如必要的资金、安全的发展环境和环境可持续性等。 当前，全球安全、发展

和治理等公共产品均存在程度不一的赤字。
第一，全球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交织。 一方

面，传统安全威胁依旧存在。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不仅仍未根本改善，部分地区和国家

安全形势还有所恶化，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续不断，恐怖主义呈现新态势，不少国家

及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 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凸显，难民危机、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气候安全、重大疫情和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对各国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冲击不断加大。 更值得关注的是，两类安全威胁相互

交织、界限更加模糊。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宣布暂停履行《中导

条约》、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和《武器贸易条约》等举止都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增添

了不确定性。
第二，全球发展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严重。 首

先，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全球大量财富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根据瑞士瑞信

银行（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研究院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 ２０２１》，截至 ２０２０ 年，全球净资产超

过 １００ 万美元的最富有成年人占全球成年人总数的 １．１％，他们掌握了全球 ４５．８％的

财富，而最不富裕的 ５５％的成年人占有的财富仅占全球总量的 １．３％。① 其次，贫困问

题依旧严峻。 尽管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

·１４１·



①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ｒｅｄｉｔ － ｓｕｉｓｓｅ． ｃｏｍ ／
ｍｅｄｉａ ／ ａｓｓｅｔｓ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ｄｏｃｓ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ｗ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ｅｎ．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７０％以上，①但贫困问题在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然十分严峻，目

前全球仍有约 １．２６ 亿就业青年每天生活标准低于 ３．２ 美元的贫困线。② 最后，全球基

础设施仍然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而世界银行等发展机构受制于自身资金能力和

运营效率，无法有效地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难以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

根据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与牛津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全球基

础设施展望》，截至 ２０４０ 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将达到 ９４ 万亿美元。 若按

照当前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水准，到 ２０４０ 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面临 １５ 万亿

美元的缺口。③

第三，其他类型的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如对气候、公共卫生以及对全球公地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等问题的治理———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供给不足。 例如，在新冠肺

炎疫情依旧肆虐的当下，全球疫苗产能不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的生产和

分配上存在明显差异。 拥有全球 １４％人口的富裕国家拥有新冠肺炎疫苗的数量已达

全球一半以上。④ 当前富裕国家所订购的疫苗总量远超过实际所需，如加拿大、美国、

意大利和英国所采购的疫苗可供这些国家的每个公民每人注射 ４—６ 轮，这些多出的

疫苗可提供全球超过 ２０ 亿人口接种。 疫苗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且

供给的公平性严重失衡。⑤

（二）从制度建设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

国际机制不仅本身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且是供给其他类型全球公共产品的载

体。⑥ 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在应对部分旧问题与新挑战时往往表现得效率低

下、效果欠佳，产生供给赤字。

一方面，现有国际机制广泛存在效率赤字。 首先，作为公共产品，部分国际组织行

·２４１·

　 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ｔｈ ２０２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ｂｓ， Ｇｅｎｅｖ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

ｂｏｒ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２０， ｐｐ．４５－４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ｕｂ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ｈｔｔｐｓ： ／ ／ ｃｄｎ．ｇｉｈｕｂ．ｏｒｇ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ｌｉｖｅ ／ ｒｅｐｏｒｔ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ｕｔｌｏｏｋ＋ｒｅｐｏｒｔｓ．ｚｉｐ，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Ｒｏｂ Ｐｉｃｈｅｔａ， “Ｒｉ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Ｈｏａｒｄ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Ｂｅ⁃

ｈｉ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ａｒ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９ ／ ｅｕｒｏｐｅ ／ ｃｏｖｉｄ－ｖａｃｃｉｎ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ｌ－ｓｃｌｉ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Ｊｏｎ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ａｉ Ｋｕｐｆ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ｏｗ 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Ｍａｙ Ｓｏｏｎ Ｈ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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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进程看，制度是一种中间全球公共产品，器物则更多是最终全球公共产品。 但由于二者均服务于

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且器物与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本文不对公共产品做“中间—最终”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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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效率低下的问题较为突出。 例如，世界银行运行机制长期备受诟病。 作为一个理性

主体，世界银行具有将自身权力和预算最大化的动机，组织机构也因此将越来越冗繁，

这进而导致贷款项目审批程序复杂和耗时长等问题，对贷款国造成了额外的时间成本

和机会成本。 其次，机构臃肿使得部分国际组织在自身机构运转和建设上投入的成本

挤占了本应用于实现机构目标的资源，影响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联合国就因机构

臃肿、工作强度低和职员待遇优渥等问题常常备受诟病。 最后，作为供给载体，国际机

制生产公共产品的时间成本高昂。 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联合

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Ａｎｔóｎｉｏ Ｇｕｔｅｒｒｅｓ）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首次呼吁实现

９０ 天的全球人道主义停火，但第 ２５３２ 号决议的通过却花了整整 １１１ 天。① 而 ＷＴＯ 多

哈回合谈判历经 ２０ 年仍然未形成最终决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的

谈判也历时 ８ 年才最终完成。 这些马拉松式的谈判反映出参与主体多元化和关涉利

益复杂化背景下的集体行动困境。

另一方面，部分国际机制面临较为严峻的效果赤字。 首先，国际机制的功能和作

用往往无法达到预期。 尽管全球在货币金融、贸易领域和发展援助的机制设计上进行

了长期且巨大的努力，但全球和区域金融危机仍旧频发，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

演愈烈，造成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乏力，②发展援助甚至出现“越援越贫”现象。③ 其

次，国际组织缺乏独立性，往往偏离其成立的初衷和目标，沦为主导成员国的代理人或

工具。 既有研究指出，世界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考虑的往往是主导国美国的地缘政

治或经济利益，而非具体的发展融资技术指标，这与发展融资的价值导向产生了严重

偏离。④ 最后，主要成员退出导致部分国际机制和协议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特朗普政

府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无疑阻碍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目标的实现进程；退出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更是导致该机构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严重阻

碍了全球抗疫进程；阻挠 ＷＴＯ 上诉机构成员遴选，迫使争端解决机制停摆，造成 ＷＴＯ

这一项重要功能失效。 尽管拜登政府已着手努力修复这些问题，但目前来看具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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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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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Ｃａｌｌ，”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ｕｎ．ｏｒｇ ／ ｅｎ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０６７５５２，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徐秀军：《全球经济治理困境：现实表现与内在动因》，载《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８４ 页。
吴志成、刘培东：《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２４—３０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ｉｌｂｙ， “Ｄｏｎ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 Ｎｏ．２， ２００６， ｐｐ．１７３－１９５；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ｉｌ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Ｌｏａｎ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８９， Ｎｏ．１， ２００９，
ｐｐ．５１－６１；庞珣、何枻焜：《霸权与制度：美国如何操控地区开发银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第
４—３０ 页。



仍然不容乐观。

（三）从理念构建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

当前，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国家在为何供给公共产品、供给何种公共产

品和如何供给公共产品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造成供给效率大打折扣。

西方民主国家治理失序所导致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侵蚀了支撑全球公共

产品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思想根源。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主要体现为资本、信息和

人员等市场要素在全球范围加速流动。 全球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无处不反映出主导国

美国的价值观。 冷战结束后，国际合作朝着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相

关制度、协议和国际组织等全球公共产品应运而生。 然而，全球化在创造巨量红利的

同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民众对全球化的质疑。 部分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运动

开始兴起，并在国与国之间快速蔓延，导致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思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ＷＴＯ 西雅图会议遭到大规模抗议示威，这一行动标志着逆全球化思潮正式具备政治

影响力。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等问题影响，逆全球化和

民粹主义思潮在欧美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壮大，成为右翼政治势力进行政治动员的核心

理念。 在这一过程中，民粹主义政党在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不断发展壮大、

５１．９％的英国选民选择了退出欧盟、宣扬“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当选第 ４５ 任美国总统

都意味着大量选民对全球化心存不满。 部分国家逆全球化政策盛行，对世界经济秩序

造成破坏，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随着领导国美国不断退出多项国际组织和协

定，转而寻求双边或诸边的方式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支撑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理

念和全球主义思想影响力不断下降。

崇尚对抗和强权政治的理念破坏了大国合作的信任基础，造成全球公共产品难

以通过大国合作来供给。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中美实

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受竞争思维的影响，中美关系降到

历史新低，各个层次之间的沟通渠道受阻，国际合作水平急剧下降。 以美国前国务

卿迈克·蓬佩奥（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为代表的部分政客和学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力推

中美“脱钩”，刻意放大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巩固了“文明冲突”的刻板印象。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数据显示，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以来，中美关系

分值由正转负且整体呈下行趋势。① 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

降至 １９９０ 年后的历史新低，仅 １ ／ ３ 的受访者对中国持积极态度，多数民主党背景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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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数据参见《中国与大国关系分值表》，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ｕｉｉｒ．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１４５ ／ ５５６４．ｈｔｍ，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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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① 美国政府通过引导民意来获取打压中国快速发

展合法性的做法强化了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造成中美在供给理念上表现出巨大

差异。

（四）从互动进程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

在全球治理时代，随着各国在经贸、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相互交往达到了有史以

来的最高水平，全球性问题不断突破自身议题边界，与其他类型问题相互影响、相互强

化。 在此背景下，各类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展现出很强的联动性。 例如，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大流行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就是器物型、制度型和理念型全球

公共产品赤字相互掣肘的产物。

以 ＷＨＯ 为中心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在应对疫情进程中存在资源不足、

规则约束力低、权威下降和规范失效等问题。 从器物层面看，霸权供给下降导致

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筹资不足，限制了其应对疫情的能力。 ＷＨＯ 常规预算资金并

不充裕，且在成员会费维持零增长的情况下，预算资金越来越依赖用于特定目标

的自愿捐款，使得 ＷＨＯ 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性受到限制。② 作为 ＷＨＯ 最大出资

国，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拖欠会费、削减捐助并最终宣布退出 ＷＨＯ，加大了

ＷＨＯ 面临的资金压力。③ 在应对突发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上，ＷＨＯ 过度依赖非强制性

捐助的弱点表现得更加明显，ＷＨＯ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设立的专项资金同样面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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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７ 日。

美国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财年平均每年向 ＷＨＯ 提供 ２．６２ 亿美元的自愿捐款。 但在 ２０２０ 年，美国的自

愿捐款降至 １．０８ 亿美元，且这部分捐款并无法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是被指定用作流感项目、叙利亚和

利比亚人道主义卫生援助和消除小儿麻痹症等问题。 此外，ＷＨＯ 的年度预算比很多美国大型医院预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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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①

从制度层面看，规则的非强制性和内部治理碎片化使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很难达到

预期。 《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是纲领性的制度型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但由于该条例

的权威从根本上来自缔约方对条例内容的认可和自愿遵从，往往面临因缺乏强制性而

导致执行不到位的情况。 例如，该条例要求成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保持数据和信

息共享，但新冠肺炎疫情下，多个国家并未与 ＷＨＯ 分享数据，②造成防疫缺口，凸显了

紧急状态下国际机制非强制性的弊端。 同时，ＷＨＯ 独特的分权治理机制及其内部协

调困境也是导致 ＷＨＯ 在供给公共产品时效率不足的重要因素。③ 在疫情期间，ＷＨＯ

区域办公室同样面临协调能力不足的问题。④

从理念层面看，民族主义思潮和大国博弈加剧了抗疫理念冲突，导致全球抗疫合

作难度上升。 作为专业权威，ＷＨＯ 在疫情期间推出了一系列规范性指南和技术方案。

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并未遵循 ＷＨＯ 的建议，而是在本国公共卫生机构的指引下，推

出了带有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抗疫模式，削弱了 ＷＨＯ 的专业权威。 尽管部分国家基

于政治体制和文化因素设置自身抗疫模式有其合理性，但这些不同类型的抗疫模式之

间缺乏沟通与合作，甚至以邻为壑和彼此竞争，反映出当前西方政策的“内顾”倾向，

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疫情防控具有正外部效应，是一种合作博弈。 历史上，中美

在公共卫生方面曾开展大量合作。 但由于中美关系中竞争因素的上升，美国在抗疫进

程中仍持零和思维和单边主义，在利用疫情攻击中国的同时打压 ＷＨＯ，使大国博弈态

势向公共卫生领域蔓延。 尽管奈在疫情期间呼吁遵守“共同的防控手段、应急计划、

规范和协议”，⑤但约翰·伊肯伯里（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却指出，“我们在疫情中所看到

的只有民族主义、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等行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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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相较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他国际机构，ＷＨＯ 在动员全球资源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

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参见熊爱宗：《新冠肺炎疫情下世界卫生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载《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７１—１７２ 页。

ＷＨＯ， “ＷＨＯ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ｏ．ｉｎｔ ／ ｄｇ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ｗｈｏ－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ｍａｒｋｓ－ａｔ－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ｏｎ－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６ 日。

晋继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全球卫生治理———以世界卫生组织改革为主线》，载《外交评论》，２０２０ 年

第 ３ 期，第 ２６—２７ 页。
Ａｎａ Ｂ． Ａｍａｙａ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 Ｌｏｍｂａｅｒｄ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Ｅ⁃

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９， ２０２１， ｐｐ．１－６．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Ｊｒ．， “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ａ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２３６， Ｎｏ．１， ２０２０，

ｐ．１２．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ｅｌ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２３６， Ｎｏ．１， ２０２０，

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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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三种类型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赤字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器物供给不足一方

面在于霸权国缺乏进行合作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在于 ＷＨＯ 所依赖的捐资制度具有

自愿性；部分国家遵守和执行 ＷＨＯ 规则不力的原因，既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自身器

物能力不足，又可能是理念分歧所造成的矛盾；而抗疫的民族主义和理念竞争反映出

ＷＨＯ 自身专业能力和治理能力上存在缺陷，全球团结的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 三个

维度的赤字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了当前全球抗疫进展困局。 疫情影响已经溢出公共卫

生领域，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在疫情影响外溢的进程中，抗

疫进程还受到其他维度问题的反作用，疫情防控因而面临新的挑战。 总之，三种类型

的公共产品赤字和各个议题领域公共产品赤字之间相互叠加、相互掣肘，造成全球抗

疫至今仍然面临困境。 因此，应对疫情需要采取一套协同性的一揽子方案。 全球各国

唯有包容差异、取长补短，从经济、政治、卫生、社会和文化等维度同时发力，提升器物

型、制度型和理念型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协同供给水平，方能尽快走出新冠肺炎疫情

危机，重回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尽管各类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现实表现有所不同，但这些现象并非

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构建的。 这要求我们在思考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

方案时，不仅要清晰界定赤字的多维表现，更需要深入挖掘各个维度赤字的相互影响，

以提升应对各类型赤字的方案之间的协同性。

五　 中国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实践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提

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不断上升。① 习近平在 ２０２０ 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承

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

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②此举不仅为解决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赤

字提出了中国方案，还在理念层面诠释了中国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大国担当，占据

了国际道义制高点。 可见中国在参与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进程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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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裴长洪指出，中国在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需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并通过进一

步扩大开放来提升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 赵可金等讨论了中国近年来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上的认知转变。
参见裴长洪：《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４—１８ 页；赵可金、尚文

琦：《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外交转型》，载《理论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１—１２８ 页。
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 ７３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

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套协同供给器物、制度和理念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模式，以实际行动积极应对全球公共

产品赤字。
（一）从器物层面提升全球公共产品的质与量

近年来，中国更加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安全

公共产品供给。 在全球安全层面，２０２０ 年是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３０ 周年。 在 ３０
年的维和行动中，中国认真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积极承担大国责任。 当

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摊

款国和出资国。 先后参加 ２５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 ４ 万余人次。①

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维和年度预算中，中国承担 １５．２１％，出资总额超过排名第三

位日本（８．５６％）和第四位德国（６．０９％）的总和。② 在区域安全层面，中国通过提倡构

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来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同时也积极参与中东安全事务。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首倡并主导成立的国际组织。 历经近 ２０ 年的成长，上海合作组

织已在区域安全合作等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中东安全问题上，中国坚持多边主

义，开展外交斡旋和大国协调，参与推动伊朗核问题维也纳会谈和利比亚问题柏林峰

会等相关对话。③ 中国参与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进程与全球公共产品生产之间

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也将继续为联合

国维和行动和区域安全贡献更多的公共产品。
中国在对外援助上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不断提升援助的资金规模和惠及范围，积

极为全球贡献器物型全球公共产品。 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

展合作》，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共向亚、非、拉、欧和大洋洲等地区的 １２２ 个国家和 ２０
个国际和区域性多边组织提供了援助，向 ８０ 多个国家派遣青年志愿者和汉语教师志

愿者 ２ 万余名，对外援助资金总额达到 ２７０２ 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分

别达 １２７８ 亿元人民币和 １３１１ 亿元人民币，同时还免除了最不发达国家等一些国家的

无息贷款债务共计 ９８ 笔到期，累计金额达 ４１．８４ 亿元人民币。④ 在支持全球抗疫进程

中，中国不仅践行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还同 Ｇ２０ 成员合作，落实“暂
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在对外提供发展援助实践中，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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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３０ 年》，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Ａ ／ ７３ ／ ３５０ ／ Ａｄｄ．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孙德刚、吴思科：《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理念主张与实践探索》，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５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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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抓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系列交通、能源、生活和公益场馆基础设施项目，提

升了发展中国家民众对基本公共产品的可及性，激发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力，为它们

融入全球 ／区域产业链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例如，自中非合作论坛于 ２０００ 年成立以

来，中国对非援助迅速上升，中国已成为非洲基础设施资金最大的提供者之一，中国援

建的水、电、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项目解决了非洲国家大量的基建需求。① 同时，中国

还依托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拉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在减贫、教育、环

保、农业和医疗等领域推进南南合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及的公共产品。

（二）从制度层面提升全球公共产品的合法性

维护多边机制是推动国际机制改革和创新的初衷与前提。 坚定捍卫多边主义、提

升多边机制合法性是中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根本目标。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

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多边机制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与之相对，

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重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专业权

威，主张以 Ｇ２０ 为主要多边平台进行宏观政策协调。 中国维护多边机制的主张与全

球公共产品概念的内在逻辑一致，均指向通过全球合作而非一个或几个国家垄断的方

式来更好地供给全球公共产品。

创建制度型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提供增量。 由于全球和亚洲区域

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资金缺口，而世界银行等美国主导的官方发展机构在运营理念

和行政效率无法满足所有类型的融资需求，全球发展机制亟须补充新鲜血液。 中国主

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②等新机制

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并试图以此推动美欧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改革。 然而，这些新创

立的融资机制在运作方式上存在差异，体现了中国改制与建制协同推进的思路。 一方

面，强调发展中国家权益，提升全球公共产品的可及性。 如新开发银行在股权分配上强

调平等，侧重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用款权利，强调采用借款国的环境和社会的“国家标

准”，以提升借款国的能力建设和发展有效性。③ 另一方面，强调与现有机制的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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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３０ 页；Ｗｉｔｎｅｙ Ｓｃｈｎｅｉ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ｏｅｌ Ｗｉｅｇｅ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 ／ ｂｌｏ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ｆｏｃｕｓ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１６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新开发银行虽主要面向参与成员国，但其在业务上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是一个聚焦发展

合作，以推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民众发展事业为愿景的机制。 同时，这些机制与现行国际发展机制之间并不

矛盾，且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理应被视作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补充。
“ＮＤＢ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ｄｂ．ｉｎｔ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ＮＤＢ－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ｉｎａｌ．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维护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规范性。 亚投行尽管是中国倡议建立的以基础设施融资为

主营业务的新型开发银行，但其在股权规则等核心制度上保持了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

的一致性，①可以为区域乃至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提供解决方案。② 因此亚投行的建立

并不只是在创立一种替代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而是寻求与其他供给机制开展

合作。

（三）从理念层面增加全球公共产品的多元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维度为破除合作困境和霸权竞争思维提供了

理论源泉。 一方面，人类命运与共已是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一味追求狭隘国家利益

的行为既不符合道义，也很难实现。 在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员高速跨国流动的时代，

国与国已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相互依存状态。 各国政策联动效应显著

上升，某一国家的政策既可能外溢至周边乃至全球，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又可能受到

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产生回溢效应。 这意味着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任何国家在制

定政策时都需要统筹国内和国际环境，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与合作。③ 换句话说，

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时，供给国要有全球性视角和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怀，而不应将

公共产品“私物化”。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有助于破解

全球公共产品霸权供给模式存在的理论缺陷。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与中华民族复

兴实践的有机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汇聚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天下

大同”等传统理念，还继承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 这些思想反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谐世界”等极具中国特色的

外交政策主张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解构了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思

想霸权，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重新带回理论视野，将个人与人类有机结合在一起。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可以被用来反驳主张对抗的零和博弈，又为跨越“金德尔伯格

陷阱”提供了共同动力，已成为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代表性的理念型全球公共产品。

“共商共建共享”为各国合作供给公共产品贡献新规范。 首先，“共商”强调参与

公共产品供给各方应该相互尊重、民主协商，使全球公共产品从策划到筹资再到管理

的整个过程能够尽可能多地兼顾各方利益，寻找最大公约数，融合大众智慧，而非由一

个或一些国家说了算。 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周边关系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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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就是共商理念的典范。 其次，“共建”意指参与各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潜能，

各司其职、各守其序，通力合作致力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 这也意味着要尽量减少

搭便车现象。 即便是无足轻重的小国，也应该尽量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扮演与自身能

力相符的角色。 最后，“共享”凸显全球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即尽可能使全球公共

产品惠及更多的民众。 同时，共享理念还与全球公共产品的跨代际性不谋而合。 人类不

仅需要实现眼下的发展，还需要考虑如何为后代留下必要的发展资源。 这么看来，“共商

共建共享”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为理念型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做出了中国贡献。

（四）从互动层面提升全球公共产品的协同性

在应对器物型、制度型和理念型全球公共产品赤字问题的实践进程中，中国投入

了大量物质资源，使发展成果尽可能多地惠及各方；努力推动全球供给体系和制度的

改革与转型，提升全球治理机制的代表性和民主性；提出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在理念

层面解决当前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性和公共性不足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供给

这三类全球公共产品的进程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将三者在空间上的共存性和逻辑上的

融通性纳入考量，形成了一套器物型、制度型和理念型全球公共产品协同供给的安排。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具代表性的协同型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

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早于“一带一路”倡议。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开启了

对外援助的征程。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供给的全球公共产品主要集中于安全

和援助等器物层面，而非制度和理念层面，且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并不明晰。 随着以

经济实力为代表的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国

际制度建设和理念贡献上加快了步伐，三个维度间的协同性显著增强。 在世界经济增

长乏力、全球发展动能不足的背景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对接参与国的基

础设施发展需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参与到亚投行等合作机制中，提升了

中国发展经验的全球影响力。 这也从侧面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三个维度供给

模式的互动关系。 首先，器物发展催生了制度建设和理念供给的必要性。 “一带一

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发展为重点，是基于中国对自身发展经验和比较优势的清醒认

识，①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同时，统筹合作项目，尤其是大规模基建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催生了制度建设需求。 其次，制度建设推升了器物供给水平，并为发挥

理念影响力提供了载体。 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制度不仅为共建项目提供了多元融

资选项，还为各参与主体提供了稳定的收益预期，有助于提升器物产品的供给水平。

而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共赢”“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等义利观以及“欢迎各国人民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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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①的开放态度也通过制度建设得以展现，提升了“一带一

路”相关合作理念的吸引力。 最后，理念建构指引器物增长和制度变迁向更为合理的

目标迈进。 “共商共建共享”成为相关制度设计的行为规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

动“一带一路”器物发展朝着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世界”②目标迈进。 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把单一领域、单一目标和单一

维度的供给实践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协同供给机制。

在全球治理时代，全球性问题的密切联动对不同类型全球公共产品之间的协同供

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经济、安全、社会和卫生等多方面危

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赤字陡增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的协同效应展现出较

强韧性，“健康丝绸之路”成为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政策沟通机制为疫情

期间的人员和货物往来提供了制度保障，设施联通使得中国向全球输送抗疫物质成为

可能，贸易畅通反映出中国与相关国家贸易逆势增长，资金融通缓解了部分国家的债

务压力，民心相通有助于不同国家的民众之间加深相互理解与关怀。 可以说，“一带

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始终强调协同发展理念，并在实践中通过推动器物、制度和理

念三种类型的公共产品联动供给，向世界供给了抗击疫情的一揽子方案。
同时，协同效应还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国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上的比较优

势。 如在国际发展领域，虽然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专

业技术、人力资源和成本控制等器物层面，但中国并未忽略从制度和理念维度加大供

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力度，以形成对器物供给的支撑，进一步提升自身在这一方面的比

较优势。 例如，中国近年来不但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统筹对外援助工作，还通过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平台提升中国发展经验的全球影响力。 随着三种类型全球公共

产品在国际发展领域的相互支撑和促进，中国在全球开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比

较优势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综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逻辑既不是对现行

秩序的颠覆，也并非对现有供给机制的简单追随，而是从器物、制度和理念等方面协同

发力，在融入现有供给秩序的同时推动供给机制改革和范式转型，以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缩减供给赤字。 这说明中国对自身实力和国际格局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第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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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习近平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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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美经济总量快速接近，但两国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整体能力上仍存在较大差

距，因而中国在当前阶段主要在自身具备比较优势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公共产

品。 第二，尽管国际组织和制度存在改革空间，但美国在改革议程设置以及投票权等

方面仍然具备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需要从守制、改制和建制等方面发力推

动国际制度合理改革。 第三，中美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美国为护

持自身霸权，在大国博弈进程中猜疑和刻意曲解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与方

式，阻碍了彼此之间的供给合作和互信构建。 正是基于这些认知，中国在供给全球公

共产品时并未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话语陷阱”，放任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进一

步扩大或简单地填补美国留出的空白，而是根据对国际力量格局变化和世界发展大势

的判断及自身角色定位，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协同供给器物型、制度型和理念型全

球公共产品，构建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模式。

六　 结论与启示

在论述全球公共产品的构成要素及其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全

球公共产品赤字成因的系统分析框架。 由于全球公共产品既包含经济增长和物质改

善等器物及其所需条件，又包含以制度形式存在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还包含国家

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各类规范与知识，因此本文将全球公共产品细分为器物型、制度型和

理念型这三类具有空间上的共存性和逻辑上的融通性的全球公共产品。 在对三种类型

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具体表现和现实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厘清了三类全球公共

产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克服供给赤字所需要的协同性思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能够统筹器物、制度和理念等多

方面因素的协同型全球公共产品，是中国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最具代表性的实践。

首先，“一带一路”合作的直接目标是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这不仅反映在中国积极与沿

线国家共享自身发展经验、资金和技术红利上，还催生了对合作机制和理念创新的需

求。 其次，“一带一路”合作是一种逐步机制化的合作，它强调参与主体在战略规划上

的对接，并依托亚投行等国际机制进行筹资，以提升器物供给水平和合作理念的影响

力。 最后，“一带一路”合作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理念和智

慧在器物发展和制度建设中的反映。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三个维度的公共产品不

仅不互相排斥，相反在逻辑上存在很强的一致性，三者相互支撑、相互构建，不仅发挥

了中国在现阶段的比较优势，还充分展现了全球公共产品“收益能够惠及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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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民和世世代代的产品”的概念内涵，更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

字的大国责任和道义担当。 正因如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仍取得较好进展，并给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本文通过分析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的应对举措，并在对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过

于依赖于霸权国的观念和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得出三点启示：第一，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对不同类型全球公共产品之间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球性问题的出现

不仅可能造成单一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赤字，还可能全方位加深已有的其他赤字，最

终造成各种类型赤字的相互掣肘，并放大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应对疫情经验说明，全

球公共卫生危机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唯有一套一揽子解决方案才能够帮助全球尽快走

出困境，重回正轨。 同时，在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频发时，“一

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国同相关国家经贸往来的逆势增长，就是因为“一带

一路”是一个融合了器物发展、制度建设和理念沟通的协同型全球公共产品。

第二，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进程中，崛起国不仅能够发挥作用，甚至能够发挥重

要的引领作用。 关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既有讨论虽未将崛起国完全排除在供给体

系之外，但多数观点仍然将霸权国视为主导性的供给方，并不认为崛起国可以在供给

全球公共产品中发挥引领作用。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进程恰恰支持了本文的判

断：美国作为霸权国在面对全球公共产品巨大赤字时不仅未能积极应对，反而输出了

许多公共害品（ｐｕｂｌｉｃ ｂａｄｓ），造成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赤字进一步扩大；面对霸权国的

缺位，中国不仅在防控疫情上向世界供给了疫苗等卫生公共产品，还扮演了世界经济

“稳定器”角色，引领全球重回发展轨道。 由此可见，尽管全方位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

字离不开霸权国的参与，但这与崛起国在部分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并不必然矛盾。

第三，崛起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应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一方面，崛起国基于自身

禀赋和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合作，既是基于自身发展状况的务实选择，又

能够提升国际合作供给的有效性，是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可能方案；另一方面，

崛起国从自身比较优势领域发力供给公共产品可以避免与守成国展开正面竞争。 中

国向全球贡献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就是立足自身发展经验和比较优势的具体实践。 然

而，即便崛起国表露出合作意愿与能力，守成国基于自身霸权护持的需求，在与崛起国

的互动中往往倾向于选择竞争而非合作。 在美国主导下，七国集团（Ｇ７）推出与“一带

一路”倡议存在功能重叠和潜在竞争的“重建更美好世界（Ｂ３Ｗ）”倡议就是例证。

（截稿：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编辑：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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